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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晋室南迁后建康的经济发展状况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
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
起作用[1]。永嘉之乱后，北人南迁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素质都
是最高的，是历史上三次人口大迁徙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有
人把南方经济发展都归于这次北人南下，这是片面的。我们
说南方的地理环境在六朝有了很大改变，再者有本地人辛勤
劳作，这便是南方经济发展的内因。人口迁移后，劳动力增
多、技术提高这是外部条件。换言之，看一个城市的发展要综
合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诸如地理位置，人口数量，交通运
输，商业发展等，这样才能看到城市经济的整体优势。
（一）建康的称谓及地理位置

早在春秋时，吴、越、楚就在“吴头楚尾”的金陵争霸，战
国时楚所设的金陵邑为最早，这是南京史上第一个行政建
制。秦统一六国后，改金陵为“秣陵”。三国时，改金陵为“建
业”。西晋末又改建康。故东晋与南朝首都均称建康。
建康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北部顶端。后方有富饶的江南

平原，北临长江，又与江淮平原隔江相望。江南地区拥有发展
农业的优越条件，这也是“江湖熟，天下足”的物质基础。
（二）人口迁移对经济的影响

关于人口迁移的数量，谭其骧教授在《晋永嘉之乱后之
民族迁徙》的研究一文中作出如下判断，“截止宋世止，南渡
人口约有九十万，占当时人口共约五百四十万之六分之一”。
《晋书地理志》：“以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则南渡人
口九十万，占其八分之一，南迁的结果，遂使南朝所辖之江域
内，其民六分之五为当地居民，六分之一为侨人。”对人口的
迁移，葛剑雄有他的见解：“初始移民在迁出地人口的比例应
当高于八分之一，大明八年移民及其后裔占迁入地人口比例
也应当高于六分之一，总数可能有两百万左右。”对上述判断
我们暂不讨论，却见《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有史以
来移民之盛，有过于斯者矣。”足以证明移民数量之大。
《晋书·王导传》载：俄而京洛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者十
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颜子推《观我生赋》自
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万[6]。可见南来精英数量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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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盛，门第显是前所未有的。
晋室南迁不仅仅是政权南下，也是世族集团文化南传，
更是百姓南下发展生产的时期。北人南下不仅增加了劳动力
的数量，而且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南北两支劳动力
大军的融合，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使经济
重心第一次从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流域，从此改变了中国重
北轻南的文化及经济格局。
（三）便利的运输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建康地处长江下游中心，水运是主要的交通方式。特别

是古代，运输物资便通过各大河流及运河来互通有无。建康
地处江淮两大水系间，便于连接黄河，是南北交通中心。北方
的粮食、牲畜、军用物资及供士族用的奢侈品等通过水路运
到建康。而海外的特产及工艺品，如漆、蜜、蜡、香料及珍珠、
象牙等贵重商品也是通过福建和广东港口运到建康。
以建康为中心的区域和海外也开拓了贸易，如秦淮河的
北岸“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2]。当时的高丽和百济、日本、狮
子国、婆罗洲以及中天竺和南天竺都与建康有着频繁的商业
往来，而交通主要是靠水运。这种水上交通，不仅方便了两地
物资互通，促进了商业发展，更是文化深层交流，中外友谊增
进的最好见证。

(四)繁荣的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城市的发展是需要健康、有序的市场做后盾。市场是提
供市民衣食住行等商品的固定场所，也是满足精神文化需求
的前提。可以说一个健全的市场是市民安定生活、城市文明
发展的保障。
建康是南方经济重心，亦是商贾云集所在。梁武帝时全
城人口超过百万，“商旅方舟百计”[3]。“旧京所在，人物本盛，
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
方”[4]。证明建康的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程度。
晋室南迁后，建康出现了专业市场。新增了北市、斗场市
和肇建市三大市场。这些市场多分布在淮河之北，治城之东，
“有小市、牛马市、谷市、沙市等十多所皆边淮列肆贩卖焉
……亦有沙市、盐市、花市、银行、鸡市皆市也。”这一系列的
专业市场为商品经济的纵向发展开创了局面。此外，在南方
的市场中，出现了妇女从事买卖活动，这是六朝文风开放的
新现象，也是女性地位提高、经济开放化的标志。在农村也出
现了定期的市场“草市”和“虚市”。《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
载：建武四年，王宴出至草市，马惊走，鼓步从车而归，十余
日，宴诛[5]。商品的多样化，为农民生活的多样化、农村市场的
开辟、农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文化的繁荣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社会意识包括政治思想、法治思想、道德、科学、哲学、艺术和
宗教等。代表先进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社会意识是先进的意
识，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1]。六朝的建康在经济上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在政治上是“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权；相应的
世家大族集团文化应运而生。
骆玉明教授说“永嘉之乱，士族的南渡，是中国文化史上

的一大事。它不仅仅是人口的大迁徙，而且是文化上的大迁
徙，客观上推动了中原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
和融合”[6]。郑振泽把中世纪文学的开始归于晋的南渡，这个
崭新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是东晋文学上的一个转折点。晋室
南迁，主流文化是江南的吴姓士族和南下的侨姓士族合称的
“南方士族文化”，以及留居山东、关中士族的“北方士族文
化”。如果说华夏文明没有断层，正是汉文化南下，以血缘为
基础的家族式文化传承的因素。可见六朝文化能大放异彩，
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文学方面
六朝时期文学的中心有几大区域。有以建康为中心的

长江中下游地区；以会稽为中心的越中地区；以荆州为中心
的长江中游地区都是文人聚集场所。首都建康更是聚集了大
量文人，创造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学新风貌。

1.代表家族：有以礼法为重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有以
厚道为称的吴郡顾氏、张氏；亦有忠义守礼的吴郡陆氏等大
族，他们都为文学发展做了杰出贡献。如王氏书法、谢氏的诗
歌是经传不朽的。张氏好文，这是在南方独树一旗的。顾、陆
的文风玄学化，是六朝学术的代表。这些以血缘为纽带，以家
学为凝聚力，注重对弟子才情培养的家学，是六朝的主流文

化[7]。文学上的素养更为六朝士族在政治上左右全局做好理
论铺垫，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2.代表人物：主要有太康前后的“三张、二陆、两潘、一
左”即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他们是
太康时期著名的诗人。其中，有把诗歌从玄言诗中解放出来
的谢灵运；有开创田园诗派的陶渊明；有书法、文学集大成者
王曦之；有记录清谈言行的刘以庆；有评论各种文章载体的
刘勰；更有记录当朝正史的范晔。

3.代表作品：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潘岳的《悼亡诗》
三首；左思的《咏史》八首；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等田园诗；谢
灵运的《登池上楼》等；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书法和文学作
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志怪小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
评论作品；范晔的《后汉书》是正统史书。
（二）思想文化方面
六朝伊始，世家大族在政权上占绝对优势，代表大族利

益的文化应运而生。汉的今文经学掺杂了太多的谶纬迷信的
思想成分，这种落后的思想在文风活跃的建康是站不住脚
的，而玄学的产生为东晋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玄风南下，使南迁的侨姓士族莫不谈玄。如王丞相过江

左，止到《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婉转关
生，无所不入。这是王导组织清谈的写照。当时南朝的玄学是
援佛入玄，佛理与玄学相参的，这为佛学中国化提供了理论
资源。当时建康有儒学、玄学、文学和史学四座学馆，佛教高
僧和道家代表人物也集会于此。自东晋以来，佛教在江东逐
渐盛行。六朝时期，建康城内外寺宇比比皆是。“南朝四百八
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佛教盛行的真实写照。与此同
时与宗教相关的书法、绘画、雕塑、数学、天文、化学和医药学
等都在建康有了很大的发展。
（三）科学方面
数学兼天文学家虞喜、何承天和祖冲之父子等先后在建

康留下了不朽的作品，祖冲之的圆周率是六朝最大的数学成
果，比西方数学家的研究要早一千多年，是我国数学史上的
骄傲；道家兼化学和医药学家葛洪和陶弘景的炼丹术，在当
时的中国和世界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从而成为现代化学的先
驱[7]；戴逵父子是建康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戴逵所画人物、
山水走兽大都“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其作品被收入《古画品
录》、《历代名画记》。他所塑“五世佛”与顾恺之壁画“维摩诘
像”和狮子国送来的玉佛，并称“三绝”[8]。戴逵和戴颙的贡
献还在于，创立了不同于天竺“梵像”的式样，并成为佛像造
像学的“楷模”，直接影响和成就了绘画中的佛教造型，这是
值得我们肯定和称赞的。
综上所述，六朝文化上接秦汉，下传隋唐，是中国历史上

最重要的转折点。而建康文化是六朝文化的集中和最高体
现。此外，繁荣的商业，便利的交通为他成为国际大都市奠定
了基础，也为唐代经济重心南移准备了条件。换言之，古代建
康在经济、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对当代中国亦有借鉴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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